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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语言模型对知识证成的推进作用，可借助其对怀疑论的有效反驳来证明。作为皮浪式怀疑

论的代表，阿格里帕困境否定了命题被证成的可能，以基础主义、无限主义和融贯主义为代表的传统语

义解法无法成为其通解，且违背了人类的思维模式与经验常识。通过参考威廉姆斯的解法和匹兹堡学派

的实用主义思想，本文建立了以“辩护-质疑”交互系数和时间为自变量的对话分数模型，它不仅能反映

序数最佳意义上的知识证成状态，而且兼容了三种语义解法，构成阿格里帕困境的语用解答策略。基于

对话分数模型与拟人化因子的适配程度、形式论辩的研究成果与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语用特征，大语言

模型可以成为语用策略的良好载体，继而最终证明了它对知识证成的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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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ole of large language models (LLMs) in advancing knowledge justification can be demonstrated 
by their effective rebuttal of scepticism. As a representative of Pyrrhonian Skepticism, the Agrippan trilemma 
denies the possibility of propositional justification. Traditional semantic solutions represented by foundationalism, 
infinitism, and coherence theory cannot provide a general solution and contradict human thinking patterns and 
common sense. By drawing on Williams’s solution and the Pittsburgh School’s pragmatism, a dialogue scoring 
model with the “defence-question” interaction coefficient and time as independent variables was established. This 
model not only reflects the optimal state of knowledge justification in an ordinal sense but also accommodates the 
three semantic solutions, thereby constituting a pragmatic resolution strategy for the Agrippan trilemma. Based on 
the compatibility between the dialogue scoring model and anthropomorphic factors, the findings of formal debate 
research, and the pragmatic features of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technology, LLMs can serve as an excellent 
vehicle for pragmatic strategies, ultimately demonstrating their ability to advance knowledge just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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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人工智能时代的知识论问题，学界展

开了不同角度的探讨，如历史唯物主义知识生

产观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知识的支持、[1]AI for 
Science 理念的实践价值、[2] 笛卡尔认识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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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中人工智能之于人类智能的证言效力与交互

模式差异 [3] 等。然而，上述研究虽不同程度

地阐释了技术进步对知识生产的影响，却多采

用宏大叙事的手法，微观层面的尝试尚付阙

如。事实上，知识证成的另一面是对怀疑主义

的解构，即通过推翻怀疑主义的立论基础或内

容，使怀疑的结论不成立，继而为知识的正当

性提供辩护。因此，本文试从著名的怀疑论命

题——阿格里帕困境（Agrippa’s Trilemma）入

手，借助其解答策略中语用策略对语义解法的

超越，印证同样强调前者的大语言模型（Large 
Language Models, LLMs） 在 其 中 发 挥 的 或 可

能发挥的重要作用，为基于智能技术的知识证

成提供新思路。

一、阿格里帕困境的 FIC 语义解答及其
局限性

根据皮浪式怀疑论（Pyrrhonian Skepticism），

我们在面对难以解决的分歧时，应当采取一种

悬置（suspend）判断的态度，即坚称“我无法

说出眼前的观点中哪一个是应当相信或不相信

的”，[4] 以此抵达心灵的宁静（ataraxia）。由五

个不同模式组成的阿格里帕困境则是悬置判断

的常见手段，其中又以独断假设（辩护停止于

不再继续提供理由的 Rn）、无穷倒退（理由 R
被无限回溯）、循环论证（P 既是前提又是结论）

三种错误最具代表性，构成“阿格里帕三难”

问题。通过宣称任何知识证成都必将归属于以

上三种谬误，皮浪式怀疑论排除了“命题被证

明为知识”的可能。

对此，主流解法多针对独断假设、无穷倒退、

循环论证中的一个问题展开辩护，形成了三种

解答策略，即基础主义（Foundationalism）、无

限主义（Infinitism）和融贯主义（Coherentism），

可合称为 FIC 方案。它们的定义如下：（1）基础

主义对应独断假设，它认为推理可以被自明的

基础命题支撑起来，即 Rn 不能继续提供理由，

是因为它背后的基础命题使它不用继续提供理

由。比如在数学题的求解中，我们往往将某一

个不可证的数学定理作为运算或证明的基石。[5]

（2）无限主义对应无穷倒退，它肯定了“无穷”

的本体论价值，并认为它是人类理性精神和认

知模式的体现。譬如黑格尔意义上的“真正的

无限”，即精神借助反思（如内在矛盾的发展、

自我批判）将有限性纳入无限的自我超越，与

之对应的是旧形而上学中机械重复的“恶无穷”，

即无意义的无穷倒退。[6]（3）融贯主义对应循

环论证，它将知识视为多个命题相互支持的整

体，以整体的辩护成功支撑单个命题的证成。[7]

新本格推理流派是比较生动的例子，作者通过

构建一个各事件环环相扣、相互印证，却不一

定存在于现实世界的推理体系，实现逻辑自洽，

如《钟表馆事件》中连续的时间诡计①。[8]

阿格里帕困境的提出和 FIC 解法的回应，

不仅是怀疑论与反怀疑论的简单论争，更将知

识证成的路径限制在封闭的语言系统内，侧重

于讨论语言的内部逻辑、形式规则、既定意义

即语义（semantics）是否成立。通过应景特设 （ad 
hoc），一个具备自明性的前提、一个自我发展

的无穷链条或一个相互融贯的体系被规定为知

识证成的必要条件。该做法是否成立暂且不论，

至少 FIC 解法在结果上的局限性表明了它无法

成为知识证成的有力支持。纵观三种解法，不

难发现它们都采取了“并非最差”的解答策略，

即表明某一条路径优于另外两条路径，却无法

得出同时处理三重困境的通解。

究其原因，首先在于语义本身。考虑到同

等条件下三种困境的理论变量差异较大甚至相

互矛盾，譬如独断假设情境中的 Rn 与无穷倒

退情境中的无限辩护完全相反，导致它们本就

难以共存。相对应地，反驳与解答只能分开进

行，这直接决定了 FIC 无法成为三个问题的通

解。此外，即使从整体角度审视 FIC 解法，我

们会发现三条路径，特别是基础主义和无限主

义，都是针对论证前提与结论之间的先后顺序、

①在绫辻行人（Ayatsuji Yukito）的新本格推理小说《钟表馆事件》中，作者通过一系列证据链，构建了不同于外部世界的
独立时间体系，是借助命题间的整体协调建立闭合的信念系统、达到内部融贯的生动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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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独或整体对应、连续关系的质疑与反驳，并

未彻底走出休谟怀疑论所批判的先因后果、单

因独果、因果连续的线性逻辑。但符合人类认

知模式的推理并非总是简单的、首尾相接的线

性关系，还可能出现更加复杂的逻辑框架，比

如融贯主义语境中各命题形成的集合或网络结

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停留于语义层面的

FIC 解法被它们赖以生存的语义反对，局限性

由此产生。

进言之，对线性逻辑的过分执着又会导致

对现实空间及其规定的忽略。即使假设 FIC 的

任一解法为真，但倘若它无法在日常生活中被

复现，甚至挑战了人类自身的思维习惯与常识，

那便是无意义的，也会遭遇不同程度的限制。

从经验角度考察，FIC 解法至少存在以下两点

问题：一方面，就经验常识而言，无限的回溯

语境或成为伪命题。随着辩护与质疑的反复开

展，命题的确定性会不断提高，并最终接近后

期维特根斯坦所定义的确定性相对最高的“枢

轴”状态，追问和回溯随之终止；另一方面，

现实的人的交流无法达到纯粹的问答模式，而

会在合作原则的作用下，被会话参与人有意无

意地引向最易达成共识的方向。正如日常语言

学派代表人物奥斯丁（John Langshaw Austin）

所言，任何语言活动都至少有一部分属于惯例

问题并受到惯例约束。[9] 通过会话实现共识则

是惯例之一。因而在该目标的驱使下，当知识

论辩的次数逼近人类行为模式的上限时，我们

追求的往往不是绝对的“实数正义”（唯一正

确的），而是优先级最高的“序数正义”（相对

正确的），形成一种知识论让位于实用论的局

面。显然，上述观点中的大多数，都无法通过

来自怀疑论的最严格的检验，但过度的理性主

义和理想化形式，往往导致错误与幻相。逻辑

分析并非某种神秘的“先验分析”的结果，相反，

它始终在实践行为及其空间中展开。因而不尊

重日常经验的回答即使在逻辑上达到完美，却

难免是冗余的，甚至是无效的。这构成阿格里

帕困境传统语义解法局限性的另一成因。

总之，FIC 路径并未实质性地推翻阿格里

帕困境，而更多是停留于内部视角的、为了应

对不利条件而特设的补全，甚至仅仅是将原有

问题换了一种表述方式，并不能算作真正的解

答。同时，语义解法所导致的对线性逻辑的过

分坚持，不仅违背了人类思维模式的基本形式，

也轻视了日常生活经验对知识证成的规范与约

束。这意味着它未能调和理性主义与实用主义

的分歧，从根本上引发了失败。为了找到更加

通用而有效的解法，应当尽可能规避以上误区，

将视角由纯粹的逻辑分析转向实用诊断，实现

从语义到语用的调整。

二、基于匹兹堡学派实用主义的
语用解答策略

1. 语用转向与威廉姆斯的解答尝试

不可否认的是，语义分析是逻辑分析的重

要模式，但理论并不能独立于实践而存在，抽

象的推演会被置于实践应用，进而获得具体的

个体性特征。诚如匹兹堡学派代表人物布兰顿

（Robert Brandom）所认为的那样，在判断的过

程中，独立于语用的纯粹语义分析是不可能实

现的，[10] 应认识到特定场景下语用之于语义的

优势，并将前者作为调和理性主义与实用主义

的助力。

有 别 于 语 义， 语 用（pragmatics） 关 注 的

是符号与使用者（包括人的意图、行为和社会

文化背景）之间的关系，强调符号在具体情境

中的实际应用和效果。换言之，语用代表的是

语言动物在长期的意向性活动中形成的用语言

阐释、评价事物的共识，常表现为某一历史或

文化背景下，人们应该在“何时何地说何话”，

而非说“正确却不合时宜的话”的规则。就阿

格里帕困境而言，其辩护与质疑的载体是语言，

其参与者通常是人类，因此不可避免地受到语

用要素及其规则的影响。相应地，针对阿格里

帕困境的反驳，需要充分考虑既有规则和论辩

实践。威廉姆斯（Micheal Williams）的解法便

体现了这种语用转向。他认为在知识证成的场

景中，辩护者的表现受到其教育水平和辩护能

力的限制，且面对的质疑应是合情合理的而非

任意的，这一点未被阿格里帕困境的提出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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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规定。更重要的是，在阿格里帕困境的交互

场景中，辩护者与质疑者的论辩责任是不对等

的，前者需要持续提供有力的理由，而后者只

需要不断提问即可达到质疑的目的。

威廉姆斯认为，这种由阿格里帕困境预设

的责任不对等使知识证成沦为不合理的“理由

索取与给予活动”，呈现出规则适用和语言使

用上的错误，进而导致支撑困境发生的整体场

景的失效，因此皮浪式怀疑论借三重困境达成

的判断悬置不具备正当性。[11] 这种实践意义上

的诊断得到了学界的认可，比如布兰顿就曾在

论文中公开支持威廉姆斯对知识证成发生环境

的重视及其对推翻怀疑论的价值，并将其代入

到自己的推论主义体系之中。[12] 国内学者王聚

结合了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观点，指出威廉姆斯

的解法本质上是一种建基于基础命题的“流变

的基础主义”，即认识到基础命题在不同语境

中适用性各异的事实，鼓励辩护者与质疑者基

于双方对基础命题的分歧展开认知审查和语境

转换，以此推进共识达成。[13] 基于上述结论，

我们认为威廉姆斯的解法之所以有可能从源头

上消解阿格里帕困境，是因为它既承认基础命

题及其自明性理由 Rn 的重要性，又认识到它并

非绝对的不可错，需要根据应用场景、参与人

的交互反应等综合判断。这昭示了实用论语境

中去绝对化的知识证成理念，更符合现实空间

中的真实论辩。受此启发，我们将尝试给出阿

格里帕困境的语用解答策略。

2. 基于布兰顿计分模式的语用解答提出

有别于 FIC 对线性逻辑的强调，威廉姆斯

的解法更关注辩护者与质疑者的互动行为及

其结果。他的尝试事实上将知识证成从 FIC 的

限制中解放出来，将它化约为以说服谈话者为

目的的 Rn 搜寻①。这与匹兹堡学派特别是布兰

顿所追求的去绝对化和实践意义上的理性不

谋而合。通过对比他和威廉姆斯的理论，会

发现二者分享了以下关键词：（1）布兰顿计分

（scorekeeping）模式中的对话进程与威廉姆斯

强调的阿格里帕困境的交互场景类似。（2）布

兰顿模式对对话分数（最大值）的形式化描述，

和“流变的基础主义”对自明性理由 Rn 及其良

好交互表征的追求相契合。基于此，我们可以

尝试将二者结合并建构新的语用解答模型，以

求形式化地表示辩护者和质疑者的互动行为和

知识证成的状态：

设定对话分数（Epistemic Confidence Index）

为 s，用于表征在知识论辩过程中质疑者对对

话（辩护）进展程度的评分，以此表示知识

证成的进度。具体而言，该指数依赖于时间变

量 t（每个理由 R 被提出的时间）与“辩护 - 质

疑 ” 交 互 过 程 系 数（Argumentative Dialectic 
Process）为 c，从时间 t1 到 t2 之间，通过交互过

程或者说对话进程 c1 获得新的对话分数 s2。其

中，“辩护 - 质疑”交互过程是一个多因素作用

的交互复杂性系数，受到辩护者的辩护能力、

质疑者的批判理性程度，以及对话双方的共识

需求强度等要素共同影响，因此形成了函数关

系 s= f(c, t)，且 c=g(a1(t), a2(t), a3(t), ...)，这里

a1(t), a2(t), a3(t)... 就是指辩护者的辩护能力、质

疑者的批判理性等要素随时间的变化，进而表

达式展开后是 s=f(g(a1(t), a2(t), a3(t), ...), t)。同

时，模型采用一种去绝对化的知识证成模式，

虽然存在达到某一阈值后视为绝对知识证成的

情境，但在实际认知交互场景中，更加追求序

数最佳（ordinal optimization）意义上的成功，

即在特定时域内或交互过程中，追求对话分数

的最大化，而非必须跨越绝对阈值。此外，每

次单独的“辩护 - 质疑”交互过程都会产生一

个单独的对话分数 s，所有这些单次评估值共

同构成对话分数集合 S，它反映了整个辩护进

程中质疑者认知确信程度的变化趋势。

该策略可以兼容 FIC 解法。在基础主义的

场景下，“辩护 - 质疑”交互过程 c 的各项作用

因素均处于正常状态，那么当具有自明性的 Rn

出现时，特定时域的 smax 随之出现。因为最适

应双方交互语境且确定性最高的理由往往具备

最强的说服效力；而无限主义则要求对话分数 s
呈现整体单调递增趋势。依旧以黑格尔意义上

①出于建模需要，本研究合并了基础命题和与之相关的自明性理由，将二者统称为 Rn。

大语言模型何以推进知识证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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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真正的无限”为例，随着交互次数和时间

变量 t 的增长，理由 R 在不断的自我超越中实

现了说服力的提升，每一次“辩护 - 质疑”进

程 c 都会产生正反馈，从而使对话分数 s 处于持

续增加状态；就融贯主义而言，则需要假定参

与辩护的命题集合及相关参与主体保持稳定。

在此前提下，如果相邻对话分数集合（例如集

合 Sm-1 与 Sm）之间的末位与首位元素呈现高度

相似性，则可合理推定这两个集合所对应的命

题间存在一致或融贯关系。综上所述，原本只

能独立展开的基础主义、无限主义、融贯主义

三条 FIC 路径，在语用解答策略的框架下有可

能实现共存。

需要说明的是，一方面，实践场景中理由

R 的确定性及说服力与对话分数 s 之间的实际

关系较为复杂，甚至可能构成另一个独立的加

权函数。本文仅基于经验假设了较为普遍的正

相关情况；另一方面，鉴于缺乏充足的实证数

据支持，本模型并不具备严格的绝对量化意义，

仅供阿格里帕困境的分析与反驳参考。

3. 语用解答策略对 FIC 语义解法的超越

如前所述，无论是追求绝对的真理阈值，

还是有限时域内序数最佳意义上的证成，对话

分数 s 均被“辩护 - 质疑”交互过程系数 c 决定。

有鉴于 c 是受到辩护者的辩护能力、质疑者的

批判理性程度、共识需求强度等要素共同影响

的复杂系数，被 c 决定的 s 与变量 t 之间必然无

法形成如 f(x)=ax+b 一般的线性关系，而是出

现由 c 的加权函数所涉及的多个要素构成的非

简单线性的路径。这意味着即使从简化现实并

高度抽象的模型来看，对话分数尚且无法与“辩

护 - 质疑”的交互进程之间形成广义的线性关

联，遑论发生在现实空间中的论辩实践。至此，

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以语义无法与语用相

分离为前提，在现实场景中，FIC 所规定的先

因后果、单因独果或因果连续的线性证成逻辑

是难以实现的，取而代之的是涉及相互关联的

多重外部因素的复杂体系。相应地，正因为语

用策略对现实的尊重，它在阿格里帕问题的局

部语境中构成了对语义解法的超越，有效克服

了后者的局限性。

这种超越可以被思想史证实。移借布兰顿

本人对交互活动的评价，“交流不是一起拥有

某个共同的东西，我们要放弃这一范式，转向

另一种范式：交流是一种实践中的合作。”[14]

通过将奥斯丁意义上的会话合作原则化约为

塞 拉 斯（Wilfrid Sellars） 意 义 上 的 规 范 性

（normativity），他坚定了实用主义对于语言意

义的外指取向，强调语言不但是重视内部逻辑

的“自我对话”，更是连接人与他者的“间性

媒介”。我们认为，这既是对匹兹堡学派规范

性传统的再强调，也体现了与人之活动相伴的

社会性与实践性。这事实上反映了旧形而上学

业已失能的实在论讨论被现实或实用取向超

越。就本文的研究主题而言，前者所代表的是

皮浪式怀疑论对知识证成的全盘否定，以及

FIC 解答所追求的反驳之共相，后者则是接受

了命题、理由、规则在不同环境具有不同适应

水平的事实，如其所是地探讨解法之殊相。阿

格里帕困境解法的语用转向，实质上反映了强

调普遍与统一的第一哲学到强调不同学科与具

体知识优先性的第二哲学的转向。

当然，上述结论多默认了布兰顿计分模式

及其理论倾向的正确性，并将其作为重要的

立论依据。然而即使在匹兹堡学派内部，也

不乏布兰顿理论的批评者。麦克道威尔（John 
McDowell）就曾以诠释学为基础，公开指责计

分模式可应用视野的狭小，认为它虽然成功地

将逻辑分析从主体之中转向主体之间，但仍缺

乏针对更为基础和更为宽广语境的适用性，难

以从个体走向世界。[15] 事实上，麦氏基于诠释

学的批判视角并不完美，存在滥用实用主义的

问题，即为了追求更普遍的实用而将计分模式

的应用场景过度延伸，甚至抵达“世界”这一

泛指人类生活方式发生空间的高度①。这显然

偏离了语用主义的建立初衷：作为语义无法摆

①伽达默尔区分环境（Umwelt）和世界（Welt）的目的是界定人的理性与动物性的本能，类似于阿奎那意义上的理性灵魂
和感性 / 植物灵魂。我们认为，这是从人类整体的抽象角度思考其生活方式，比本文所探讨的以及布兰顿计分模式所应用
的个别场景宽泛得多，会导致研究重心过度转向外部世界而忽略语词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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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的底色，语用的出现是为了更好地探讨语义

而不是偏废之。或者说，语用策略将知识证成

引向命题外部并不意味着对内部视角的颠覆，

而是为了二者的融合与一致。即使世界这一要

件经常在语言哲学、心灵哲学等领域被讨论，

但这并不意味着它适用于所有议题，特别是本

文所关涉的相对微观的问题。如果一味沿用麦

氏的思维，那么解答阿格里帕困境的最终目的

将脱离知识证成（知识信息的本体更偏向语义）

的初衷，落入有关某一解法外延性高低的争执，

这是无意义的。因此确定应用场景、以一种取

长避短的工具论视角借鉴布兰顿的理论即可。

三、LLMs是语用解答策略的有效载体

在完成了质疑、反思与正解后，我们需要

回归最初的疑问：如何以阿格里帕困境的有效

反驳为切入点，证明人工智能技术对知识证成

的推动作用？二者存在一种互证关系，即借助

语用解答策略与智能模型相契合的事实，证明

前者的可及性与后者的有用性。不过，无论

是鉴于神经网络算法的可解释性问题，还是

考虑到哲学学科的职能，本研究完整地呈现

以 LLMs 为载体的论辩过程分析或定量统计，

是相当困难的。但仍能从定性的角度，证明

LLMs 与语用策略的相关性。根据前文对语用

策略的形式化描述，以及人工智能与逻辑学领

域的交叉成果，大体可以有以下三条证明路径：

（1）LLMs 可以直接沿用以对话分数 s 为核心的

语用模型（2）LLMs 可以抽象出人类的论辩模

式并建模（3）LLMs 本身就是轻语义却重语用

的技术实体。其中（1）可以直接成为 LLMs 与

语用模型相适配的充分必要条件，（2）至少构

成必要条件，（3）更强调双方的整体相关性。

首先讨论路径（1），以语用模型 s=f(c, t)
为基础，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证明智能体具备类

似于人的参与“辩护 - 质疑”交互的能力。换

言之，需要证明智能体的加入不会破坏威廉姆

斯意义上的“辩护者 - 质疑者”权力平等的交

互格局。仅从 LLMs 的交互表现和 AI 技术强大

的计算能力出发，它能在不超出对话长度限制

的情况下开展与人的日常交互，是不言自明的，

但 LLMs 能否实现与人的平等论辩，仍待讨论。

对此，我们引入一个定义域为 [0, 1]的拟人化

因 子（Anthropomorphism Factor, M）， 其 中，

M=1 表示完全符合人类的语用规则，M<1 表

示语用策略的某种“去人类化”执行，即目前

多数 LLMs 的水平。基于此，将 LLMs 参与后

的对话分数模型表达为 s'=M·f(c, t) 的加权函

数，即 s'=M·f(g(a1(t), a2(t), a3(t), ...), t)。
抽 象 地 看， 该 加 权 函 数 的 成 立 意 味 着

LLMs 对于 f(c, t) 来说是可介入的，而在 s=f(c, 
t) 已相对完备的情况下，需要证明的是因子 M
的正当性。考虑到 LLMs 对“辩护 - 质疑”过

程的参与主要通过模仿人类语言来实现，因

此我们选取自然语言处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NLP）为切入点，讨论机器语言与

人类语言的拟合。一般来说，通过将给定语料

库的词例（token）概率分布记作 Pdata、将智能

模型输出的概率分布记为 Pθ，自回归语言模型

把联合概率建模成条件概率的乘积，以追求模

型的最优收敛，即达到Pdata=Pθ 的极大似然状态。
[16] 作为 NLP 领域公认的训练原理，Pθ 与 Pdata 的

差值事实上是机器拟人化程度的数理表征，结

合拟人化因子 M 的定义域，Pθ/Pdata 可以在数值

上被近似为 M，这也赋予了 M 可及性与正当性。

具象地看，LLMs 拥有规避逻辑陷阱的辩

护能力。作为新图灵测试的重要内容，威诺格

拉 德 模 式 挑 战（Winograd Schema Challenge, 
WSC）旨在测试人工智能系统的语义理解和

常识推理能力，并在不断的句对扩充中证成了

LLMs 具有理解回指消解、共指消解等复杂表

述的能力。[17] 据此，我们可以认为在现实的论

辩过程中，LLMs 可以接近一个合格乃至强力

参与者的水平，避免与 WSC 挑战原理相似的红

鲱鱼谬误、叙述性诡计等具象的逻辑陷阱。这

意味着随着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LLMs 参与

阿格里帕困境的语用策略模型是可能的，且拟

人化因子有望无限接近 1 甚至超过 1，呈现出拟

合或适度的过拟合状态，使机器具有更高的论

辩水平。

路径（2）则涉及人工智能与逻辑学的交

大语言模型何以推进知识证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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叉领域，主要表现为对形式论辩的研究。相较

于为形式逻辑自身发展服务的非形式论辩，形

式论辩致力于探索数理逻辑、人工智能与传统

语言论辩的结合，“通过以各种形式逻辑为基

础，构建形式系统，以实现多种类型的非单

调推理”。[18] 譬如杜恩（Phan Ming Dung）提

出 的 抽 象 论 辩 框 架（Abstract Argumentation 
Framework, AAF），就是将论辩抽象为原子概

念，并依据评价标准，得到集体可接受的论证

集合，进而展开可接受论证子集的寻找、论辩

语义的求解与论辩系统的修正。随着 NLP 技术

的发展，AAF 得到了充分讨论，廖备水、[19]

阿尔法诺（Gianvincenzo Alfano）[20] 等人均对

此展开深入研究。总之，虽存在由果溯因之嫌，

但相关研究的长足发展确证了以 AI 技术抽象并

建模人类论辩模式的可行性。

路径（3）的重点在于，明确 LLMs 与人类

存在认知层面的非同一性，因而前者的语言或

思维习惯并不必然等同于人。这意味着部分人

类本位观点的失能或争议的消解，比如语言学

中先验的唯理主义（人具备有别于其他物种的

先天语言能力）[21] 与经验建构主义（人的语言

能力由后天经验塑造）[22] 之争。之所以举以上

例子，是为了引出以下问题：鉴于 LLMs 学习

人类语言的独特方式，它是否从一开始就与人

类不完全相同，不仅不可能具备先天语言能力，

而且它自然地重语用习惯而轻语义习惯？基于

语言学领域的经典分歧，我们可以认为 LLMs
的成功证明了人类并非唯一具有语言能力的存

在，进而推论出语言的习得可以依赖于经验，

因为 LLMs 明显是通过后天大量的语料训练学

会了自然语言，即接近后期维特根斯坦及其拥

护者的经验建构主义观点。那么 LLMs 是凭何

经验、以何方式建构了语言能力？如前所述，

NLP 技术十分重要。一方面它提供了以字段、

句段为单位的语料标注，另一方面帮助构建与

人类语言习惯拟合的概率分布和抽象模型，进

而借助样本尽可能大、代表性尽可能强的语言

数据，展开基于深度学习的经验获取，并用一

种计算机更易理解的抽象化、形式化手段建构

经验，形成“基于模型构建的实验系统”。[23]

通俗地说，相比于逐字逐句地深入理解语义，

LLMs 更多是学习不同语言的排列规则与使用

场景，将自身塑造为一种“拥有几何空间特征

和概率统计特征的数学模型”[24] 而非纯粹的语

言模型或逻辑模型，因此在面对诸如古希腊语

的“死语言”时，LLMs 能表现出极强的统计

和理解能力。以上特质意味着 LLMs 偏向于事

件（所做的）而不是内容（所说的），具备较

强的语用特征，这构成了 LLMs 与阿格里帕困

境语用策略相适配的底层原理。

至此，我们完成了三条路径的阐释，不同

程度地证明了 LLMs 与阿格里帕困境的语用解

答相适应，在该方面存在应用潜能。当然，即

使 LLMs 可以套用本研究的语用策略模型或威

廉姆斯的解答策略，抑或符合匹兹堡学派的实

用主义模式，我们并不能断言它能彻底打破传

统怀疑论的所有诘难。本研究所强调的，仅仅

是 LLMs 可以凭借语用取向与高度拟人的语义

理解能力平等地参与命题的“辩护 - 质疑”过程，

进而帮助反驳阿格里帕困境，并从该维度促进

知识证成。

结      论

综上所述，鉴于任何辩护与质疑都依赖于

现实场景，脱离语用的语义分析是无法完成的。

就阿格里帕困境的反驳工作而言，语用策略同

样值得重视。基于此，本文的基本结论如下：

第一，FIC 解法的表面局限性源于它对日

常生活经验的忽略，此时语用策略的职能是弥

补传统解法的不足而非完全取代。

第二，威廉姆斯的语用解法与布兰顿的计

分模式之间存在可被文献证实的一致性。考虑

到前者超越 FIC 的解答效果，以及后者重视实

践活动的正确态度，本研究在计分模式的基础

上构建出函数 s=f(c, t)，并将 s 的取值作为自明

性理由 Rn 及其背后的基础命题是否出现的判断

标准。该模型能兼容 FIC 的全部三种解法，构

成阿格里帕困境语用解答策略的形式化描述。

第三，LLMs 与语用解答策略之间存在较

高适配度，因而有可能实质性地参与阿格里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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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的反驳。这证明了 AI 技术可以将反驳怀疑

论作为有效切入点，促进知识证成。

总之，知识论与认识论密不可分，而人的

认识模式从不是片面且单一的。无论是面对理

性主义与实用主义、内在论与外在论，或是语

义与语用的矛盾关系，都不应将双方看作纯粹

互斥的对象，而是发掘彼此与不同场景的适配

程度与运作方式，以实现对立中的统一。[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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